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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中央领导机制

郑 维 伟

〔摘要〕“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决策、组织与动员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不同
于常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应对政治运动不确定性的领导机制。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
德、陈云等中央领导借助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运动中专门设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中
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等组织机构，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有人负责作出政治决断、掌握运动节奏、提出
总体策略、处理例外情况，有人负责组建领导机构、形成基本政策、关注经济影响、保证理性可控。
薄一波、彭真、罗瑞卿等运动前线指挥官则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及时汇报情况、提出建议、
落实政策、取得指示、协调各方，确保运动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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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ral Leadership Mechanism Dur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Three Antis”and the“Five Antis”

Zheng Weiwei
Abstract: During the movements of the“Three Antis”and the“Five Antis，”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established a leadership mechanism，unlike conventional governance structures，that was
adept at addressing the uncertainties inherent in political campaigns in decision-making，organization，and mobili-
zation． Mao Zedong，Zhou Enlai，Liu Shaoqi，Zhu De，Chen Yun，and other state leaders，through the Central
Secretariat，the Commission for Thrift Inspection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General Party Mem-
bership Committee at the Central Level which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movement，and other organizations demon-
strated a cooperative and coordinated approach． Someone was tasked with rendering pivotal political decisions，
controlling the pace of the campaigns，delineating the overarching strategies，and managing the exceptional cases．
Someone assumed responsibility for constructing leadership entities，formulating essential policies，scrutinizing the
economic repercussions，and ensuring their rational implementation． Bo Yibo，Peng Zhen，and Luo Ｒuiqing，and
other frontline commanders were directly responsible to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and they made timely re-
ports，offered suggestions，implemented policies，received instructions，coordinated various parties，and ensured
the orderly progress of the movement．

“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学界或描述其过程和影响，或从区域
史角度还原其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党政机关中的状况，或探究毛泽东、刘少奇的领导艺术，成果
不可谓不丰富。不过，现有研究有的描述性有余，分析性不足; 有的偏于一隅，失之全局; 有的突
出毛泽东领导之功，忽视其他中央领导分工合作之效。鉴于此，本文拟以 “三反”“五反”运动中
的中央领导机制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运动时的角色功能和分工协作。
“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中央领导集体，包括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因应运动而成立的中央人
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和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主要领导成员。斯时，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未设常委
会，中央书记处是其日常工作机构，实际上发挥最高决策作用。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在运动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 毛泽东是运动的最高决策者; 周恩来负责组织协调、建章立制; 陈云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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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掌握运动对经济的影响; 刘少奇因休养身体错过运动发动阶段①，由朱德代管各民主党派和

人民团体的运动，返京后经毛泽东授权指导全国运动。朱德另以中央纪委书记身份主持纪检监察工
作，听取有关方面汇报，向中央提出意见。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是 “三反”“五反”运动的前线指
挥部，主任薄一波统筹全局，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运动情况、听取指示，副主任彭真重点领
导北京、联系天津，试验政策、制定规章，经中央批准后行之地方，副主任李富春负责中财委系统
“三反”，指导中科院运动，沈钧儒 (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谭平山 (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虽位列副主任，但对运动参与得有限，不如秘书长刘景范 ( 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等人角色吃重。
在 “三反”运动的中央领导机制中，还有一个作用显著的机关，即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它负

责领导与组织中央党政军群机关的 “三反”斗争，第一书记周恩来总揽全局，安子文 ( 第二书
记) 、杨尚昆 ( 第三书记) 、萧华 ( 第四书记) 等成员分掌党政军具体事宜。公安机关是 “三反”
斗争的另一重点部门，公安部队属解放军建制，公安部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罗瑞卿兼任中央节约
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委员，除负责公安系统运动外，受中央指派监督、检查与指
导部分地方的运动。

一、政治决断

“三反”“五反”运动是镇压反革命、财政压力和整党运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
切又与朝鲜战争进程密切相关。1951 年 7 月，经过志愿军将士艰苦卓绝的斗争，朝鲜战局趋于稳
定，参战双方开始停战谈判。11 月底，初步达成军事分界线协议。② 战争进入 “边打边谈”阶段
后，筹划国内建设被重新提上日程。中共中央乘国庆之机召各大区、省、市负责人进京述职、部署
工作。10 月 3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经济问题，要求全力支持战争，克服财政困难。5 日至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的趋势与对策，评估财政状况，决定实行 “精兵简
政，增产节约”的方针。③ 23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
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当时的中心任务④。11 月 1 日，会议通过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项工作报告的
决议。这样，增产节约运动从核心到外围、从党内到社会完成了程序化决策过程。
东北全境解放最早，工业基础良好，不仅负责为南下部队输送物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又担

负着后勤保障重任，财政吃紧。1951 年 5 月中旬至 6 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东
北工业生产要动员一切力量，发挥潜力，在工矿企业中率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⑤。8 月底，中共中
央东北局落实中央整党工作要求，总结沈阳市反贪污腐化斗争经验，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
义作为整党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⑥。10 月上旬至中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东北局一方面
将增产节约运动扩展到工业生产部门以外的其他一切部门⑦，另一方面总结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
义斗争经验，执行政治局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为增产节约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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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 797—799页。按: 1951年 11月 27日，刘少奇离
京去南方视察和休养，1952年 1月 24日回京。参见《刘少奇年谱 ( 1898—1969) 》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
第 290 页。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 83—85页。
参见《毛泽东年谱 ( 1949—1976) 》第 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 402—403页。
参见毛泽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人民日报》1951年 10月 24日。
《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高岗同志亲作总结》，《东北日报》1951年 6月 25日。
《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高岗同志八月卅一日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东北日报》1951 年 12
月 1日。按: 1951 年 9 月中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作为整党整风内容上报中共中央，刘
少奇转发各地参考。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3册，第 727页。
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照东北经验，制定增产节约计划报中央。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91—197 页。



除障碍①。
彼时，举凡重大决策、人事和机构调整皆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酝酿或决定，并根据会议主题

指定相关人员列席，召开扩大会议。11 月 1 日，也就是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结束时，高岗向毛泽
东并中共中央报告东北局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和执行毛泽东关于增产节约指示的情况。在
18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高岗的报告很可能是重要议题之一②。20 日，毛泽东将报告批转各
地，要求 “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③。
2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或以布置 “三反”任务为主要议题。30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朱德、周恩来、彭真 (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出席，林彪、李富春、薄一波、刘澜涛列席。④

次日发布的 “三反”决定应系此次会议修订而成。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实行精兵简政、
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 以下简称 “三反”决定) ，是为增产节
约和 “三反”运动的总章程。可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复权衡后才决心借鉴东北局经验，在全国
进行 “三反”运动。
毛泽东密切关注运动进展，用电报和信件等媒介将各地、各部情况与经验批转党政领导干部，

督促进展，推广经验;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经常找薄一波、彭真等运动前线指挥官谈话，听
取工作汇报，了解情况; 根据运动过程中的新问题、新经验及时决策，掌控运动进程和节奏; 并与
黄炎培等民主人士通信、谈话，沟通释疑，减少运动阻力。
批转文件是毛泽东指导运动的重要手段。中央 “三反”决定发出后，毛泽东 “处在思想高度集

中、心情异常激愤的精神状态中”，每日批阅大量各级党政部门 “三反”报告，提出指导意见和要
求，推动运动⑤。为保证下情上达、及时决策，毛泽东借助请示报告制度，畅通信息系统。1951 年
12 月 4 日，他要求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以及各中央局、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仿照北京市委办
法，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反贪报告。地方和军区党委报告逐级上报，且直发中央，“有电报的
地方，用电报发来。无电报的地方，从邮局寄来……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
者，须申明理由”。⑥ 随着运动全面铺展，毛泽东要求各地、各级一切部门向中共中央作 “三反”
全面报告: “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四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
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 ( 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

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 ，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
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⑦

“三反”决定下发后，对于运动开展方式、步骤和策略，需要尽快有所筹谋。镇反是毛泽东领
导 “三反”的重要参照，他在修改 “三反”决定时要求 “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
鼓地发动”，并于 12 月 8 日予以重申⑧。可是，仅有参照对象是不够的，毛泽东及时总结各地、各
部经验，不断完善斗争策略，“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 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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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高岗同志十月廿六日在东北一级
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东北日报》1951年 12月 1 日。
参见《毛泽东年谱 ( 1949—1976) 》第 1卷，第 421页。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册，第 237页。
参见《毛泽东年谱 ( 1949—1976) 》第 1卷，第 424、426页。按: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或扩大会议均没有正式的会议
记录，因此笔者只能根据出席者和列席者情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收录的批示等推测会议议题。
参见《毛泽东传 ( 1949—1976) 》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 208页。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496 页。按: “三反”运动以反贪污为重点，
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向中央的报告也以反贪污为主。毛泽东后来说: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
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239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 653—654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册，第 535、548—549 页。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 142页。



11 日之前，毛泽东主要以中央部委和部队经验督促地方; 此后，通过批转中央局、省市区、县区报
告，为不同层级树立可资参考的典型，以此督促后进。10 日左右，各中央局完成传达动员和工作部
署，向中共中央作第一次报告。毛泽东择其要者批转各地仿行。中共中央华北局报告最早送达，其
部署按部就班，与镇反如出一辙，毛泽东要求各地仿照布置。18 日，毛泽东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
“三反”报告，认为 “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有分析，有决心，又有周详的办法，其中许多足以补充
中央过去指示的不足”，要求印发地委、县委学习参考。① 26 日，毛泽东要求各地仿照中共中央西
南局做法，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 “三反”斗争，在 “三反”斗争基础上整党整风②。
政治运动一旦开启，往往会加速推进。毛泽东要求各地限期斗争、送来报告，表示 “违者不是

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③。压力之下，各地难免急于求成、有
所夸大，而这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央的判断。1952 年 1 月中下旬，毛泽东提醒党政领导干部: “凡属
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

( 大老虎) 。”④ 各地必须全力搜寻，尽快作 “打虎”预算，可以不断追加任务。毛泽东还推测，“大
老虎”占 “老虎”总数约 10%。⑤ 在其严格督促下，中央局和大军区的斗争力度持续增加⑥。
回击、削弱资产阶级的程度，取决于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运动对经济的影响。1952 年 1 月

初，毛泽东要求在 “三反”运动中惩办不法私人工商业者，“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
争看待”⑦，“三反”和 “五反”要内外配合、互相推动⑧。毛泽东此时的关注点仍在 “三反”，“五
反”放由各地探索，如天津在工商界进行反行贿、反偷税、反盗窃国家资财的 “三反”运动，而华
东则按中央部署授权工商联领导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的 “四反”运动⑨。“三反”进
入 “打虎”阶段时，毛泽东正式发动 “五反”，以配合 “三反”。在他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
区党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的内容中，“五反”渐渐多于 “三反”，而且要随时报告 “五反”情况，以
利于中共中央掌握，提出策略和政策�10。尽管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京、津两地 “五反”，以便积累经
验，但在 “打虎”高潮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11。2 月 14 日，中共天津市委报告称，“三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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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第 564—565、595—596 页。按: 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报告比华北局分析得更透
彻。中南局认为: “这个运动，实际上就是审干、整党运动的开始与过去清理‘中层’的继续深入。”为放手发动群
众，必须坚决保障一切人的自由批评和申辩权; 言者无罪，告者不究，压制民主者必办; 运动将大体历经坦白检举、
清查处理、教育建设三个阶段。实际上，整个“三反”运动基本照此展开。参见《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斗争》第 115期 ( 1951年 12月 30日) 。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第 552—553 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8—49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 12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册，第 87—88页。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68—71 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 册，
第 78—79页。
1952 年 1月 22日，毛泽东推测每个大军区约有 200 只“大老虎”，27日认为各大军区应有“大老虎”两三千只。1 月
26日，华东军区预计打“大老虎”266只，十天后增至 1000 只，不到一周后改为 2000 余只。同日，中共中央东北局
报告捕捉“大老虎”500只，一周后增至 2000只，到 2 月 6 日追加到 4000 只。2 月 6 日，中南军区预估打“大老虎”
107 只，毛泽东认为计划太小，至少要增加 5 倍。2月 8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计划捕捉 5000 只“大老虎”。2 月 13 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提出打 8000只“大老虎”的新计划，毛泽东认为这个计划“接近于实际”，而一周前中南局仅计划打
“大老虎”3000 只。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 册，第 78、107、112、117、142、163、177、180、193、206、
221 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册，第 21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册，第 35页。
参见郑维伟: 《双重代理的困境: 上海“四反”运动中的工商联》，《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 6期。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册，第 97—98、265—266页。
李维汉认为，各地“五反”运动中简单粗暴的做法、乱抓资本家进行审讯和逼供的情况，“同运动初期毛泽东同志指导
思想上的急躁和限期推开运动、要求各地都作出一个‘打老虎’预算的做法是分不开的”。参见李维汉: 《回忆与研
究》 ( 下)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 563页。



以来，经济交流停滞，资本家躺倒不干，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次日，毛泽东
作出批示，要求注意维持经济生活正常运行。① 此后，经济理性逐渐主导 “五反”政策策略，运动
开始降温。毛泽东要求有步骤地开展 “五反”，及时报告，严格控制，迅速解放绝大多数工商业者，
缩小打击面，严防自杀，降低工商业者退财补税数额，不误生产，但也绝不允许资本家报复工人，

对工人监督生产、干部交代与资产阶级关系等要求毫不放松②。
毛泽东的批示多以电报或专机派送的形式迅速传达给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地方再通过党刊传递

给县处级领导干部，中央局、省市运动情况也以此直接或间接上报中共中央，以利央地沟通。运动
如火如荼展开后，毛泽东便从事务性工作中抽身，授权刘少奇代行批转文件、指导运动，他仅仅关
注重点区域情况，专心酝酿新的工作目标。1952 年 3 月初，刘少奇开始转发其所分管的全国总工会
或有关工人、工厂的 “三反”“五反”运动文件，但数量有限。15 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 “嗣后，
关于三反、五反各地来报请你多看，需要批转各地参考的，请你负责批转。”③ 3 月中旬，“三反”
运动进入尾声，“五反”运动则轰轰烈烈，政策架构基本形成。刘少奇只指导了 “三反”运动的收
尾工作。8 月 7 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④，邓小平开始进入中央领导层，为
中共中央起草文件，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或与相关负责人协商后批转报告。1953 年 3 月初，毛
泽东批示: “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⑤

除此之外，会议、谈话、电话、内参和报纸等也是毛泽东了解情况、传达指示的重要途径。
1952 年 1 月上旬至 4 月上旬，毛泽东频繁约谈薄一波、彭真、罗瑞卿、黄敬 ( 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天津市市长) 等运动前线指挥官和先行试验者。3 月底时，他还经常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始
终掌控 “三反”“五反”运动领导权。时隔多年，此种一抓到底的工作作风仍让薄一波记忆犹新:
“在 ‘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
办公会议，亲自指点。”⑥ 又如，上海 “五反”运动关乎全局，毛泽东高度重视，几乎每天都通电
话了解情况，一度担心上海地下党干部缺乏大规模组织群众运动的经验，放不开手，贻误战机⑦。
“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打击党内外贪腐分子和不法资产阶级的决心在各种指示和沟
通中袒露无遗，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又通过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如黄炎培等，来舒缓

工商业者的紧张恐慌情绪，以免把他们推得太远⑧。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希望黄炎培充任政府
与工商业者之间的中介⑨。“三反”“五反”运动之初，黄炎培领导轻工业部运动，诚恳检讨，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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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 ( 上)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 260—261 页; 《建国以来
毛泽东文稿》第 3册，第 212—214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册，第 308—312、371、382—383、457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3 册，第
179—182页。
参见《毛泽东年谱 ( 1949—1976) 》第 1卷，第 519页; 《刘少奇年谱 ( 1898—1969) 》下卷，第 293页。
《邓小平年谱 ( 1904—1974) 》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 106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 72页。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142 页。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 《陈修良工作笔记 ( 1952—1955 ) 》，东方出版中心，2015 年，第 46—48 页。
按: 据统计，毛泽东从 1952年 2月到 4月就上海“三反”“五反”的部署、经验等问题连续作了 18次批示，足见其对
上海工作的重视。参见当代上海研究所编: 《当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 80页。
周恩来对毛泽东找黄炎培谈话的意图有深入把握，并要求统战干部学习。他说: “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
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 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
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

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 ……经过他们把党的政策传达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中去，这是很有效的。”“为什么
说黄炎培是进步分子呢? ……我们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就是因为他跟资产阶级有来往有交情，能够把他们的
话说出来，又能够把我们的话经过他说给资产阶级。”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102页。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黄炎培去世，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信 100多封，毛泽东亲笔回信 60 余封。黄炎培常向毛泽东反
馈中共政策实行之效果，提出建议，也反映工商界之心理和需求。同时，毛泽东经常召见黄炎培谈话，其中多涉及问
政。参见黄方毅: 《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忆父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35—37页。



运动情况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及时回信，并推荐报刊登载，以示鼓励。① 另一方面，黄炎培在民
主建国会检讨示范，要求会员自我改造②。“打虎”进入高潮后，黄炎培对过火斗争、耽误生产等
深感不安，意欲向毛泽东面陈己见。1952 年 3 月 15 日，毛泽东同黄炎培谈话，肯定大工商业者之
积极作用，并就民建的性质和主要任务作出指示。③ 黄炎培 “深深感受我现职位的确重要”，次日
便联系李维汉，邀其在民建讲话，并在会内层层传达，安抚人心④。9 月 4 日，黄炎培将讲话稿呈
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回信提出修改建议，进一步安抚工商界⑤。10 日，毛泽东向黄炎培询问中小
工商业者情况。22 日，黄炎培专此汇报。29 日，毛泽东复信要求勿外传 10 日谈话内容，称已指示
财经机关研究解决。⑥

二、组织协调

政治动员离不开大开大合的决策者和指导者，需要他开启运动进程，保持运动热度和烈度，创

构新情景和新方式。与此同时，自上而下发动政治运动，还必须有理可据、有章可循，这离不开运
动中理性人的组织和制度化。毛泽东决定以 “大斗争” “大清理”方式搞 “三反” “五反”运动，
周恩来等则负责建章立制，构筑可承受运动冲刷的防波堤，使运动过程和结果理性化。

1951 年 10 月底至 11 月中旬，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和主持
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决议有条不紊地布置增产节约、精
兵简政工作⑦。不过，增产节约运动是群众性社会生产运动，而中共中央 12 月 1 日决定以 “三反”
运动为中心工作，并酝酿 “五反”运动，群众性社会生产运动变为官僚性政权规训运动和群众性社
会规训运动⑧。是故，运动的组织和政策必须重新筹划。周恩来首先紧锣密鼓地筹组领导机构，确
保运动健康有序。12 月 5 日，他将组建中共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中共中央节约委员会的名单向毛
泽东报告，并拟亲自担任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任中央节约委员会书记。这两个中央级
的机构均不对外公布，但节约委员会按照党派团体、政府和军队系统分组，对外公开。朱德任中央
党派团体节约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任政府节约委员会主任，林彪为军队节约委员会主任。⑨ 7 日，
政务院第 114 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薄一波为主任，彭真、沈钧儒、李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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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册，第 644—645页; 黄炎培: 《我们要彻底地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斗争》，
《人民日报》1951 年 12月 30日。按: 1951 年 12 月 28 日，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轻工业部“三反”情况。次日，
毛泽东回信，黄炎培当即致信胡乔木，并附毛泽东信件及其讲稿。30 日，《人民日报》见报。参见《黄炎培日记》第
11卷，华文出版社，2012年，第 264页。
参见《黄炎培日记》第 11卷，第 271页; 黄炎培: 《工商业者要通过实践进行自我改造》，《人民日报》1951年 12月 5
日; 黄炎培: 《工商界快快坦白自己的错误，并订立“五不公约”———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三日在新知识座谈会上的讲
话》，《人民日报》1952年 1月 20日。
《黄炎培日记》第 11卷，第 290页。
参见《黄炎培日记》第 11卷，第 291页;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9册，1986
年印行，第 540—541页。
毛泽东认为，黄炎培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并以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太激进了一点，资
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故他将黄炎培讲稿修改降调为以《共同纲领》和爱国主义改造资产阶级的坏思想。参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3册，第 334—335页。
《毛泽东年谱 ( 1949—1976) 》第 1卷，第 596—597、606页。
参见《周恩来传 ( 1898—1976) 》 (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 956—958页;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5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 383—386页。
学者冯仕政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根据运动的基本取向 ( 生产性还是规训性) 、变革目标 ( 社会还是政权) 、动员范围
( 官僚还是群众) ，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运动分为八种类型，不同类型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在这一谱系中，增产节
约运动为群众性社会生产运动，“三反”运动为官僚性政权规训运动，而“五反”运动为群众性社会规训运动。参见
冯仕政: 《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 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开放时代》2011年第 1期。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5册，第 498—499页。



谭平山为副主任，委员共 30 人，刘景范为秘书长①。此外，为集中力量领导与组织中央一级党政军
民机关的精简节约和 “三反”斗争，周恩来提议成立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并亲任第一书记，成员
还有安子文、杨尚昆、萧华、罗瑞卿等九人，同时调整各系统的中共组织，改组中央政府系统党
委，成立军委系统总党委，人民团体系统委托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管理②。
为便于信息沟通和统筹协作，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和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人事有交叉，这一制

度设计的微妙处在于: 党政军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直接向毛泽东负责，而负责具体工作的副主任或

秘书长则通过总党委直接向周恩来负责。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要求各大区一级党组织和各
省市区一级直属党组织成立相应的总党委，统一领导运动③。至此，周恩来建构了全方位领导运动
的组织架构，即通过政务会议、总党委会议和各领域专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掌握运动进展，协调
构建政策框架，如遇重大事项和例外问题则及时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请示汇报，经审核批转后再执

行 ( 见图 1) 。

图 1 “三反”“五反”运动中央领导机制组织架构图

根据新的工作要求，利用新的组织框架，周恩来重新部署 “三反”“五反”运动和军事整编工
作。1952 年新年团拜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 “三反”斗争，洗净旧社会
污毒，要求党政领导干部率先主动向群众检讨，下楼洗澡，以身作则，领导运动④。会场 “治馔甚
简约，亦不互相敬酒”⑤，各部首长坐立不安，团拜会一结束，纷纷连夜布置 “三反”⑥。凡此种种
固然展现了中共中央 “三反”之决心，亦可见政府各部委尚未从依据科层制的常规治理转向依靠政
治动员的危机治理。1 月 4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会议，听取中央各机关 “三反”汇
报。中央政府所属各部委基本都召开了坦白检举群众大会，高级首长向群众检讨，司、处、科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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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尚未检讨，而坦白者多为一般贪污犯，较大贪污犯经群众揭发才坦白，自动坦白者不多。是故，
周恩来决定将发动日期延至 15 日。① 9 日，他主持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干部大会，要求党政军民
全体人员必须 “迅速地、彻底地、无保留地”参加 “三反”斗争，号召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
士参加运动，自我改造②。在毛泽东将运动引向 “打虎”时，周恩来主持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扩大
会议，宣布 “打虎”方针。在 “打虎”正酣时，他又要求不得一再追加任务，要及时纠正偏差。③

决定开展 “三反”运动后，毛泽东以军委后勤部门为突破口，带动全军 “三反”斗争。这也是
为了协调总后勤部与中财委的关系。1951 年 12 月 11 日，毛泽东批评后勤部门本位主义浓厚，只顾
小局，不顾大局④。周恩来旋即向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等传达毛泽东批示。隔日，杨立三向毛泽东
检讨，并决心在全军后勤部长会议公开检讨。⑤ 再次日，毛泽东复信嘉勉这位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
部下⑥。1952 年元旦，周恩来主持财政部、军委后勤部部长联席会议，要求后勤部在财政经费方面
服从中财委，犹如作战服从中央军委一样，不可讨价还价，后勤部长参加中财委党组，以了解大

局，顾全大局⑦。1 月 2 日至 11 日，全军后勤部长会议召开，朱德要求后勤工作照顾大局，根据国
防经费办事，建立财政监督制度⑧。陈云提出，只要打通后勤部门、地方财经机关和中央财经机关，
财经工作就可以抵挡任何风浪，后勤工作要严守财经纪律，编制预算⑨。
“五反”运动前，周恩来要求党政领导干部不要隐讳，不要低估资产阶级坏的一面，要大张旗
鼓地向人民宣传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并以资产阶级积极进步与黑暗腐朽两面性理论论证削弱资产

阶级之正当性�10。2 月初，当 “三反”进入 “打虎”阶段，转由中共主导 “五反”领导权时，周恩
来强调，资产阶级的进攻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事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领导权之

争，只有随时警惕，使资产阶级服从领导，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1。2 月中旬，先行试点 “三反”
斗争的天津经济形势紧张，周恩来与陈云、薄一波抓住毛泽东对黄敬有所指示的时机，于 15 日商
讨恢复运动中停顿的业务，建议机关各级领导干部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12。此
建议可能由陈云动议，因为按照中央集体分工，陈云主要监测运动之财政经济效果�13。次日凌晨，
毛泽东批示尽速调整�14。当经济理性逐渐主导 “五反”政策，周恩来对运动之定性趋于和缓，认为
“五反”是为团结资产阶级、助其消除 “五毒”而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不是为了消灭资产阶
级。资产阶级的进攻虽是阶级斗争，但性质属于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要用经济政策引导资产
阶级进步。�15 陈云同周恩来商定，为扭转经济停滞局面，地区以下贸易公司、合作社要一律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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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云文集》第 2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 322—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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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恢复业务工作，以加工订货、收购、调拨、放款等办法恢复经济①。
作为动员型政党，中共以政治动员来推动中心工作，其发动政治运动的具体目标是随着运动进

展而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甚至目标置换亦非个例。因此，在一场政治运动发动之初，常常只有
原则而无成法; 随运动进展、暴露出问题，再将原则化为政策。因此，政策过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从决策过程看，“三反”运动的发动有一定的突然性，毛泽东以镇反为参照，通过压力体制和
信息系统发起这场运动，而 1951 年 12 月 1 日的中共中央 “三反”决定是总纲，多阐述意义和原
则，是故待运动初步发动起来后，周恩来等边探索、边总结、边协商规范之策，逐步健全制度。他
指出: “如果我们不以严格的制度限制或制裁这些不法行为，国家的前途是不可想象的。”② 周恩来
组织协调、主持起草的政策文件，着眼于处理 “三害” “五毒”问题的原则和方法，经党内外讨
论，形成草案，报毛泽东审批，最终由政务院会议或中央人民政府会议通过颁布。
中共中央 “三反”决定要求依法打击贪污浪费，但当时只有 《共同纲领》的原则性规定可以依

据。12 月上旬，周恩来要求彭真、薄一波分别主持制定反贪污条例和反浪费条例。1952 年 1 月 22
日，周恩来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第 35 次会议，彭真、薄一波报告起草情况，决定反浪费条例改由
政务院发指令，并向党内外高级干部征询意见。③ 随着运动的发展，多数地区和部队希望中共中央
尽早颁布 《惩治贪污条例》。1 月 26 日，周恩来向地方发电报征询对 《条例 ( 草案) 》的意见，要
求 2 月 10 日前反馈，不得延误④。3 月 27 日，他将 《条例 ( 草案) 》报毛泽东，当日得到批示⑤。
次日，第 130 次政务会议通过⑥。4 月 1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4 次会议批准。此外，《中央
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在 “五
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是处理 “三反” “五反”相关问题的基本政策依
据。两份文件均由周恩来主持起草，李富春、彭真分别负责。前者初题为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贪污
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全国政协常委会讨论后，增加了 “克服官僚主义”。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为
“三反”“五反”运动之前线指挥部，改用它的名义制定处理规则，亦属名副其实。1952 年 3 月 8
日，政务院第 127 次政务会议通过两份法规。11 日，周恩来签署命令颁布。⑦ 《军事整编计划》是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另一份重要文件。1951 年 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周恩来为军委起草
《关于精简节约的计划 ( 草案) 》，确定解放军精简节约的总方针，要求军事整编一气呵成。经过两
个多月反复磋商修改，12 月 22 日，《军事整编计划》定稿，军队编制减少 45．6%，力度空前。1952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批准施行。⑧ 不过，“三反”运动是嵌入整编还是先 “三反”、后整编，毛泽东
在与部队沟通过程中想法有所变化，最终决定采取后一方案。
周恩来不仅是 “三反”“五反”运动的组织协调者，将毛泽东颇具解释空间的指示予以条理化，

总结运动经验，形成规范性的政策工具，而且抓住运动重点和例外问题，派富有指挥经验的中央层

级领导干部监督，了解政策实践效果。1952 年 2 月下旬，全国 “三反”“五反”运动进入高潮，两
者材料互通、相互强化，不少城市一度出现打击面过宽的情况⑨。为此，周恩来一方面经毛泽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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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派薄一波、罗瑞卿分赴上海、广州考察，指导当地运动①，另一方面召集宣传部门负责人为 “三
反”“五反”宣传降调，由理论论证和典型塑造转向政策宣传，要求中宣部与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
秘书长刘景范保持联系，具体政策与政府各部委沟通。薄一波、罗瑞卿分赴重点区域后，除向毛泽
东和中共中央书面报告外，还向周恩来电话汇报。周恩来当即给以具体指示，基调趋于和缓，再择
要向毛泽东汇报，并知会其他中央领导。② 对其他地方的偏差，毛泽东、周恩来也及时纠正。比如
武汉对工商界打击面过大，周恩来要求参照上海经验保护工商界上层过关，“不要再到群众集会去
斗或发给分会去评，而应由市委和总会自己掌握”③。

三、分工分层

政治决策必须借助运转协调的组织过程才能落到实处，其中周恩来总揽全局、建章立制，薄一
波、彭真、李富春、萧华、罗瑞卿等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主要成员分工负
责、穿针引线。之所以由薄一波担任中共中央节约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一
方面是因为增产节约之重点在财经系统，另一方面，“三反” “五反”运动尽管倏忽而至，但并非
盲目展开，而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北京、天津两地先行试点④，作为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负
有组织之责。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则负责组织北京的 “三反”“五反”斗争，与主
政天津的黄敬密切配合，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整个运动探路。同时作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
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如同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样，彭真还承担着制定法规的任务。由于薄一波负
责中央一级党政军群机关 “三反”运动，中财委系统的运动主要由李富春负责⑤; 薄一波到地方指
导工作时，则由李富春全面负责。军事系统包括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的一般问题，毛泽
东授权总政治部处理，萧华主其事⑥。公安部门涉及党政军多方，问题复杂，由罗瑞卿负责。

1951 年 12 月中上旬，中财委、公安部和北京市陆续将初步发现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情况
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迅速批转，督促各地、各部仿效延安整风和镇压反革命经验，大张旗鼓、雷
厉风行地布置 “三反”，以节约检查为主的增产节约运动被 “三反”运动取代。12 月 31 日，中央
一级机关总党委举行扩大会议，党政军团群从部长至处长共有数百人参加，薄一波、安子文等宣布
“三反”决定，要求政府所属各单位 1952 年 1 月 1 日至 10 日发动群众检举，11 日送来报告，并当
场撤职查办工作不力者，以儆效尤。1 月 3 日凌晨，毛泽东听取薄一波汇报会议情况。4 日，批转
财政部党组限期发动 “三反”情况报告，概述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精神，要求各地效仿，
并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已指定薄一波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检查各区 “三反”进度，意在
提高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和薄一波在此事上的威信，便于开展工作。⑦ 8 日，罗瑞卿报告称，公安
部先从领导开始检查，群众满意后掌握运动领导权，将斗争火力引向贪污分子尤其是大贪污分子⑧。
毛泽东要求公安部门乃至一切机关、部队据此开展彻底猛烈的斗争⑨。毛泽东对天津的 “三反”运
动也颇为重视，不仅指示彭真与黄敬电话联系了解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而且主持召开中央书记

处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0。天津市除了安排高干 “洗澡”“下楼”外，还分类处理干部经济超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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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对干部出于公共利益的经济超支不予追究。这使大多数干部可以合理化经济超支，迅速将其解
放出来，理直气壮地领导运动，毛泽东对此予以肯定。① 9 日，薄一波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干
部大会上报告中央机关 “三反”情况，明确 “三反”斗争的性质和政策，号召工商界开展 “五反”
斗争，推动中层干部检讨②。

1 月 15 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 “三反”的情况报告，讨论
下一阶段工作。19 日，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酝酿 “打虎”。③ 为减少 “打虎”
障碍，薄一波要求策略上明确: ( 1 ) 维持资产阶级为 《共同纲领》所保障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变，
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者; ( 2) 集中火力打击大贪污犯，从轻从宽处理中小贪污分子; ( 3)
“三反”斗争要注意统一战线工作，严格限制批斗民主人士、科学家和工程师④。23 日，彭真向中
共中央报告在工商界争取多数的问题，毛泽东抓住时机，以 “五反”配合 “三反”，提出了打击资
产阶级的策略，即 “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⑤，“打虎”重点转向大贪污犯和
不法资本家。2 月 1 日上午，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召开，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临时法庭审判，刘
景范主持大会，各单位代表控诉，审判长沈钧儒宣布对七个大贪污犯或杀或管或赦的判决，最后薄

一波作报告，将火力指向资产阶级⑥。此会恰如土改中的斗争大会，仪式肃穆，群情激愤，施压贪
污分子，成效显著，毛泽东令各地效仿⑦。
“三反”进入 “打虎”阶段后，许多地方和部门反对 “右倾”思想，组织 “打虎队”，发生了
过火斗争的偏差。是故，在 “打虎”正酣时，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要求严格限制 “老虎”标准，程
序上须经该会党组批准才可 “打虎”，并在党组下设审判委员会，统一领导审判工作; 对于北京的
工商界 “老虎”，任何机关不许私自派人检查，严禁私自传讯与打骂; 在斗争方式上转以斗智攻心
为主、群众压力为辅，不应采取 “猛、狠、压”的方法，要从算大账入手，以算细账坐实⑧。1952
年 2 月下旬，中央机关 “三反”运动已普遍深入基层，所打出之大小 “老虎”均系技术人员和机关
生产之营销、会计、行政、总务人员，职位最高者为马列学院副秘书长、全总财务部副部长。
政治运动发动时无有成法，但随其不断发展，例外问题涌现，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制定政策规

范，作为运动处理阶段的基本依据。如上文所示，周恩来组织制定政策法规，薄一波重在发动，具
体制定工作多由彭真、李富春主持。1952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要求薄一波、彭真十天内起草惩治浪
费条例，修改惩治贪污条例，以备处理贪污浪费问题之用⑨。16 日，彭真致信周恩来、董必武、薄
一波、安子文、刘景范，将补充修改后的 《惩治贪污条例 ( 草案) 》送审。21 日，彭真主持政务院
政法委员会第 15 次会议，根据 “三反”新情况，吸收各地经验，经周恩来、毛泽东阅核，修正通
过 《条例 ( 草案) 》，提交次日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讨论。鉴于贪污案件多与工商界有关，《条例
( 草案) 》规定行贿、受贿一律同罪，将工商界纳入惩治范围，在量刑标准上由 5000 万元改为 1 亿
元以上才判 10 年以上重刑。�10 该法规之形成颇为审慎，不断根据运动经验予以纠正，并经多方协商
讨论。4 月 18 日，彭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4 次会议上对 《条例 ( 草案) 》作说明，历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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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猖狂进攻导致干部贪污腐化之劣迹，视完全违法户为大盗窃分子和罪犯，要求给予法律制

裁①。彭真所作的说明经毛泽东修改，表达了中央领导层的意图，是理解和解释该法规的重要依据。
彭真领导北京市、联系天津市的 “三反”“五反”运动，故由其根据两市 “五反”情况主持制

定政策。1952 年 2 月 14 日，中共天津市委请示中央，希望尽快给资本家中问题轻微者作出结论，
以便兼顾经济。次日，毛泽东批示要求对资本家按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
法户等类别分而治之，尽速处理前两类，形成 “五反”统一战线。② 据此，彭真领导制定了 《北京
市人民政府在 “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3 月 5 日，毛泽东要求各地执
行，如因特殊情况须作改变者，应报中共中央批准。“五反”运动的基本政策形成。该法规增加了
基本守法户一类，减少了守法户数量，说明运动确有必要，并依据违法金额和坦白态度，对各类工

商户灵活处理。当晚，周恩来与黄敬等提出修改意见。10 日，薄一波从上海来电请示以 1000 万元、
中南局请示以 600 万元等为基本守法户标准。周恩来先后与陈毅、邓子恢电话沟通，取得共识。该
法规后由政务院第 127 次会议批准，最终版本根据各地方和政务会议意见作了修改和补充说明。③

北京市 “五反”标准和办法的公布对安抚资产阶级、规范各地工人进厂检查作用显著。另外，文件
第七、第八两条对工业与商业、一般商业与投机商业的处罚不均等，同时允许违法金额巨大的厂商
改为公私合营，这些措施容易引起资产阶级恐慌，故由中共党内掌握，并未公布。
“五反”运动有利于削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象征资本，为公私合营创造条件，重点是
工商业聚集的大城市。彭真负责与武汉、重庆、广州、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电话沟通，形成 《城
市 “三反”运动电话汇报》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薄一波赴沪帮助指导 “五反”运动期间，
彭真继续与各主要城市保持电话联系，了解进度和政策反应，并及时上报。④ 从区域经济看，西北、
西南经济相对落后; 华北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东北经济走在全国前列，反对资产阶级侵蚀即受其

启发，中央派陈伯达前去了解 “五反”情况，陈云也赴东北视察计划经济情况⑤; 经济发达之华
东、中南则是中央主要注意力之所在。
“三反”进入 “打虎”高潮时，毛泽东同刚上任第二副总参谋长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
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粟裕谈话，交代 “三反”事宜。粟裕除夕夜奔赴华东，1952 年 1 月 28 日抵达南
京，并立即向华东军区党委传达毛泽东 “三反”指示，带头作检查。30 日，到上海向华东大区一
级机关、中共上海市委、驻沪部队负责干部传达动员。2 月 2 日，回南京听取华东军区 “三反”汇
报。⑥ 其间，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因病难以工作，华东局商定以
粟裕个人名义向中央发电，反映饶漱石病情⑦。毛泽东回电同意饶漱石回京休养，“各项职务由陈毅
同志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⑧。6 日，粟
裕与饶漱石动身赴京。7 日，粟裕致信毛泽东报告传达指示及华东情况。⑨ 饶漱石赴京休养改变了
华东领导层分工，而陈毅主要在南京主持华东军区 “打虎”，于是从中共中央派出得力干部帮助指
导 “三反”“五反”工作，不失为平衡华东格局之有效措施，故中央欲派彭真前往华东�10。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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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央机关、北京进入 “打虎”高潮，彭真难以分身。2 月下旬到 3 月上旬，粟裕充当了毛泽东
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之间的联络员，凡事关华东 “三反”“五反”及人事调整等者，皆由其向毛泽东
请示①。

2 月下旬，中央机关、京津两市 “三反”已普遍深入，而在工商业发达的上海，“五反”对经
济带来了冲击，于是薄一波前去指导工作。23 日下午，薄一波起身赴沪②。26 日，在中共中央华东
局扩大会议上阐述 “三反”“五反”运动之目的和意义、中央机关 “三反”经验，以及毛泽东对上
海的批评和建议③。自此，“上海五反运动的重大决策都是由陈毅同志和薄一波同志商量，经上海市
委讨论后作出的，并且报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④。薄一波到上海后，再次向中共中央论证了
“三反”“五反”错开进行的必要性⑤。到 3 月中旬，上海将重点放在 “三反”上，同时做 “五反”
重启的准备工作，按北京的标准对资产阶级分类排队，准备材料，组织工人，进行政策教育⑥。20
日起，上海 “五反”按部就班分四个阶段展开，每一阶段结束时，薄一波和中共上海市委均向中央
报告请示，并及时报送经验，由毛泽东或刘少奇批转各地参考。中共中央以上海 “五反”经验推动
其他地方，是 “五反”运动 “下半场”的重要特点。⑦ 毛泽东一面指示要保护大资产阶级，扩大守
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争取运动过后可以继续合作共事，另一面要求从严控制，在大型私营企业中嵌

入工会和中共组织，用工人监督生产和经营，强调此事一定要实行，不得延缓，须速制定有效办

法⑧。此举旨在为公私合营创造条件，企业内的中共组织和工会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
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解决了企业管理干部问题⑨。
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由邓子恢主持，而中南军区的 “三反”经毛泽东多次督促后才打开局面。

广州面向港澳，运动初期考虑海外影响，束手束脚，毛泽东遂派与四野渊源颇深的罗瑞卿指导工

作。1952 年 2 月 5 日，毛泽东同罗瑞卿谈话。6 日，罗瑞卿赴武汉，传达毛泽东指示，督促 “打
虎”。13 日，中共中央中南局上报 “打虎”计划，数量为各中央局之最。16 日，上报中南军区后勤
系统 “三反”情况。毛泽东旋即批转部队参考，指出: 罗瑞卿的任务是 “考察和帮助党政军民学整
个三反打虎工作，不是专为公安系统”。�10 19 日，罗瑞卿赴长沙短暂考察 “五反”情况�11，并将公
安局局长王丕敏违法乱纪行为上报。毛泽东作出批示，将长沙作为中等城市 “五反”之样本。�12 21
日，罗瑞卿抵达广州。25 日，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会会议上详细传达毛泽东 “三反”意图和
策略。�13 此后，罗瑞卿列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会会议，会议讨论同意将广东的运动情况上报中
央。罗瑞卿根据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领导运动经验，建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成立分局直属机关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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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完善领导机构。① 广州 “五反”虽晚于上海两周多，但罗瑞卿的行动步骤与薄一波在上海相差
无几。毛泽东及时批复他的阶段性报告，要求研究仿行上海经验②。

四、结 语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动员是中共嵌入社会、改造社会的基本途径。中央领导集体在决策、组织
与动员过程中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才能使运动目标逐渐明晰，潜伏难题次第凸显，政策法规有的
放矢，阶段步骤张弛有度，结果影响渐趋有序。毛泽东是 “三反”“五反”运动的最高决策者和指
导者，决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嵌入 “三反”运动，而且使之逐渐成为独立的政治运动，以此打击痼
疾新病。在 “三反”进入 “打虎”高潮时，他发动 “五反”运动与之配合，内惩党内外贪污腐化
分子，打其骄气，外惩不法工商业者，改造专业技术人员思想，削其实力，减其文化资本，为向社

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毛泽东行使政治决断权，提出策略，处理例外，并及时转发或批转运动经
验，使各地、各部相互学习，以奖惩机制进行动员。当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的情况时，他又能听取
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和建议，予以纠偏调整。
政治动员的危机治理不同于西方国家先立法再借助科层体制有序推进的常规治理模式，后者固

然可以缓和社会震荡，但也会在科层体制中层层衰变，以致目标被置换，仿佛将拳头打在棉花上。
政治运动有时陡然而起，起初并无清晰的具体目标和严谨的政策安排。这可以让党政干部具体情况
具体处理，但也使运动过程中常有急转、间断和重启的不确定性③。随着运动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
和积蓄的经验越来越多，中央领导层才能不断明确目标、完善政策。面对运动所带来的问题，周恩
来承担了某种理性人的角色。他组建领导机构，与各方面广泛协商，总结经验，形成政策，监测预
警，力求使运动过程理性化。
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和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主要成员是运动之前线指挥官，向毛泽东和周恩来

汇报情况，提出建议，落实政策，取得指示，协调各方。薄一波总管 “三反”“五反”运动之发动
和推展，论证运动之合理性，以财政部为典型，带动整个中财委系统，紧抓运动重点和中央机关，

并依照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到地方指导工作，传递信息，提取经验，落实指示。“三反” “五反”
运动初期，仅有原则性指令，彭真一方面领导北京、联系天津进行政策试验，电话联系主要大城市
首长，传达中央指示，另一方面领衔 《惩治贪污条例》起草制定，探索 “五反”运动之处理原则
和方法。薄一波、李富春负责部分政策设计，刘景范、安子文等辅助。粟裕、罗瑞卿受毛泽东委
派，向其负责或熟悉之区域传达指示，协调矛盾，推进运动。由此形成了完整的 “三反” “五反”
运动之中央领导机制。该机制的确立，不仅有利于党和政府组织机构及其领导成员分工协作，而且
使得运动过程张弛有度，政策法规有的放矢，缺点偏差知错能改。正因为将政治决断和民主协商有
机结合，“三反”“五反”运动才在总体上得以健康发展，既清除了腐化分子、打击了 “五毒”行
为，又形成了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完成了群众性的社会改革，乃至产生了超越这场运动的

深远历史影响。

(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 责任编辑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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